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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国际水法新秩序的构建

吴　倩

摘　要：国际水法的产生与发展源于国际社会以及流域国家对于国际河流合作的关切，然而国际水法在

促进流域合作方面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国际机构对水法基本原则的有意模糊未能有效缓和流域国家间的冲

突立场，且其依赖习惯法的生成路径实质上造成了对在先利用国家的偏袒。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助于国际

水法秩序困境的破解，三共原则可为国际水法秩序的革新提供指引，使流域国家形成合力，“共商”国际水法

规则，参与 “共建”国际合作平台，“共享”流域发展成果。中国应加强周边流域的规则建设，深化与相关国

家的合作，以流域条约实践为立足点，推动国际水法理念、制度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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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国际河流是联系流域间国家的重要纽带。因跨界淡水资源发生的纠纷贯穿于人类文明发展史，

历史上国家政治制度的形成、发展以及国家间的冲突与战争大多都和水资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随
着人口增长和城市化进程，淡水资源的稀缺性日益增加，一国对国际水道的管理活动将通过改变水
质、水量或水供应情况等影响到流域间其他国家。同时，气候变化使得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风险
增加，加剧了水资源供应的时间和地域差异，也增大了各国的用水压力和国家间关系的紧张程度，

因国际水道利用争议而发生的水冲突时常出现，并进而引发相关地区乃至国际上的政治、经济、环
境和社会的不稳定。

国际社会就国际水道进行合作开发和管理的必要性早已达成共识。然而，事实上，大多数国际
流域间仍缺乏有效和充分的国家间合作，并因此阻碍了国际水道的综合规划和可持续发展。当代国
际水法的目标应该是促进国家间合作、缓解共享国际水道的国家之间的对立状态，从而加强所有河
岸流域国家的水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合理有效的法律制度有助于克服地缘政治障碍，促进合作
进程。当前，国际水法正逐步进行变革与演化，但是这一演变受到了国际水法原则规则既有缺陷的
阻碍，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结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研究如何促进国际水法的演
变与国际水法秩序的革新，并推动我国流域水法秩序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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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行国际水法秩序的困境与问题根源

（一）现行国际水法秩序的困境
国际水道流域国家一衣带水、互相依存，国际水道极大提高了一国行动对他国产生影响的可能

性。流域国一定程度上的共同行动可以产生单方行动无法达成的效果，为流域间国家带来政治、经
济、环境、社会等多维利益。国家间关于国际河流的合作不仅能使河流维持更佳状态、促进水资源
的更高效利用，还能通过合作减少水冲突，预防因国家单方行动对其他国家造成损害的风险，并成
为流域国家拓宽合作领域、加深伙伴关系的重要催化剂［１］。
但合作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现实中存在很多因素阻碍着合作的达成，如国家间信任的缺失、

国家对合作可能挤压本国发展空间的担忧、在相关流域的主权冲突、其他领域的冲突以及缺乏有效
条约规定或流域机构、国际法律体系对遏制不合作的相对无力等［２］。国际社会对条约等具有约束力
的国际规则的追求正源于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破解此类合作障碍。国际规则代表一套共同的价
值观、理念和一致的话语，代表着所有行为体一定程度上的团结，迫使各主体采取措施，并监督各
主体对规则的遵守情况，以实现共同体的目标［３］（Ｐ１３）。然而，当对主要的国际水条约及其影响范围
进行初步审视后，可以发现其对于这一功能的实现并不充分。

《联合国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以下简称为 《水道公约》）和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跨境水道与国际湖泊保护和利用公约》（以下简称为 《欧经委水公约》）是专门规范国际水道非航行
使用问题的两大全球性公约，前者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编纂，１９９７年通过，但直到２０１４年才达
到生效要求；后者则由区域性条约发展而来，于２０１５年向所有联合国会员开放。目前， 《水道公
约》仅有３７个缔约国①，且集中在下游国家，难以涵括重要的国际水道［４］。而 《欧经委水公约》缔
约方多为欧洲国家，其在特定地域的成功能否推广到全球尚存在疑问。

除国际性公约以外，区域性条约、双边与多边条约等也为流域合作及冲突解决提供了法律框
架，但全球仍有三分之一以上跨境河流流域未被任何国际协定所涵盖［５］（Ｐ１１），规则的适用仍需求诸
国际习惯水法。国际法协会曾对水法领域的习惯法进行编纂，形成了１９６６年 《赫尔辛基规则》与

２００４年 《柏林规则》，二者对后续的公约、条约的起草和国际习惯水法的识别产生了重要影响，但
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且受到一些国家以及学者的批评与反对②［６］。在众多法学文献甚至是国际法
院的论述中，倾向于将关于国际水道的众多规则和原则解释成习惯③［７］，使之具有广泛适用的效
力。但实际上，关于国际水道的非航行利用的习惯法，足以达成较为一致共识的原则仅有三条，即
公平合理利用原则、无害原则与合作义务。然而，这些原则的具体内涵、适用以及原则之间的关
系，仍具有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仅依靠非正式的习惯法规则约束共享水资源的利用和分配是不稳定
的，要解决国际流域的规则供给不足问题，首要的是解决国际水法规则缺乏认可的内在根源。

（二）国际水法规则的问题根源
从国家利益决定国家行动的假设出发，阻碍合作的根本因素即国家对合作是否符合本国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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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中国、巴西、比利时、法国等国曾批评 《赫尔辛基规则》隐含着对国家主权的潜在威胁；一些法学家则批评
《柏林规则》纳入了一些新兴的尚未被广泛接受的规则，超越了习惯法认定规则，且关于公平利用原则与无害原则关系的
规定偏离了 《赫尔辛基规则》与 《水道公约》。

如国际法院在 “乌拉圭河纸浆厂”一案中将环评义务作为国际水法的习惯法规则，但这一做法仍是有争议的。



怀疑。国家间争端的根源亦即各国就利用国际河流问题上冲突的国际利益。国际水法不但没有针对
性地解决这些因素，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分歧，产生了误解，从而阻碍了合作的达成。国际水
法文件缺乏广泛认同，固然是由于国际水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但和国际水法规则自身存在的问题
也密切相关。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国际水法普遍确立的公平合理利用原则与无害原则两大基本原则对
于流域国家冲突立场的强化，以及其生成路径对习惯法的依赖而造成的对于在先利用国家的潜在偏
袒。

１．规则层面：基本原则的模糊与冲突。为了调和各国冲突且多元的利益，并为各具独特性的
国际河流提供统一的指导，国际水法采用了一般化且模糊的表达。然而，对国际水法规则表述的模
糊不清导致了对规则的不同解释之间的冲突，加剧了国家间的不信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即为公平
合理利用原则与不造成重大损害原则优先性之争。

公平合理利用原则始见于１９２９年河流秩序案①中，国际常设法院在此案中确认各流域国对航
行享有共同、平等的权利，后来这一原则慢慢引申至非航行领域，并在国际常设法院１９３７年默兹
河分流案②和１９９３年盖巴斯科夫－拉基玛洛大坝案③中确立其基本原则的地位。公平合理利用原则强
调跨界淡水资源的流域国有权公平、合理地开发、利用水资源，保障的是流域国利用跨界淡水资源
并从中获益的权利。许多国际水条约包括双边水条约、多边水条约和全球性水条约在内，虽然表述
不同，但事实上都确立了这一原则。

不对别国造成重大损害原则，也称无害原则，是一项习惯法原则，于特雷尔冶炼厂案中被明确
提出④。在国际水法领域，关于无害原则的代表性案例是１９５７年拉诺湖仲裁案⑤，此案中仲裁庭基
于领土主权，认为流域国有权开发利用其领土内的跨界淡水资源，并因此承认了法国对开发计划作
出最终决定的权利。但与此同时，基于有限主权理论，仲裁庭认为开发利用活动应确定对其他国家
“不造成重大损害”，因此上游国应承担一系列程序义务，包括通知义务、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义务
等。从仲裁结果来看，无害原则的初衷是保护流域国对跨界水资源获取和利用的权利，但在发展过
程中出现偏移，逐渐成为在先利用国家反对新的利用活动的论据。

由于两大原则强调的偏重点各有不同，上游国家偏好援引公平合理利用原则支持自己的开发行
为，而下游国家则以无害原则作为论据反对开发，因此关于两大原则之间是否存在从属关系，以及
何者更具优先性的问题，一直存在分歧，并成为国际谈判、条约缔结过程中的争议焦点。然而国际
水法对这一问题的规定并不明确，甚至存在规定互相冲突、立场不断偏移的情况。

《赫尔辛基规则》第四条确立了各流域国 “在其领土内合理和公平地分享对国际流域水域的有
益利用”的权利，而没有提及无害原则，只是在列举判断 “公平、合理”的要素清单中提及应避免
对其他流域国造成实质性损害。在盖巴斯科夫大坝案判决作出前，学界曾希望判决能对二者关系问
题做出回应，然而最终联合国国际法院的判决只提及了公平、合理利用原则，而未提到无害原则，

更遑论二者关系问题。

１９９７年 《水道公约》第５条与第７条分别规定了公平合理利用原则与不造成重大损害的义务

—４５—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Ｃａ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Ｏｄｅｒ（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Ｃｚｅｃｈｏｓｌｏｖａｋｉａ，Ｄｅｎｍａｒｋ，Ｆｒａｎｃｅ，Ｇｅｒｍａｎｙ，Ｓｗｅｄｅｎ　ｖ．Ｐｏｌａｎｄ），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Ｐ．Ｃ．Ｉ．Ｊ．Ｓｅｒｉｅｓ　Ａ，Ｎｏ．２３（１９２９）。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ｅｕｓ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ｖ．Ｂｅｌｇｕｉｍ），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Ｐ．Ｃ．Ｉ．Ｊ．Ｓｅｒｉｅｓ　Ａ／Ｂ，Ｎｏ．７０
（１９３７）。

Ｇａｂｃｉｋｏｖｏ－Ｎａｇｙｍａｒｏ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Ｈｕｎｇａｒｙ　ｖ．Ｓｌｏｖａｋｉａ），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Ｃ．Ｊ．Ｒｅｐｏｒｔｓ（１９９７）。

Ｔｒａｉｌ　Ｓｍｅｌｔｅｒ　Ｃａｓ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ｖ　Ｃａｎａｄａ），Ａｗａｒｄ，３Ｕ．Ｎ．Ｒｅｐ．Ｉｎｔ’Ｌ　Ａｒｂ．Ａｗａｒｄｓ　１９０５ （１９４１）。

Ｌａｋｅ　Ｌａｎｏｕｘ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ｓｅ（Ｓｐａｉｎ　ｖ．Ｆｒａｎｃｅ），Ａｗａｒｄ，１２Ｒ．Ｉ．Ａ．Ａ．２８１ （１９５７）。



原则。公约虽未明确说明何者更具优先性，但第７条第２款规定，如流域国的利用对另一个流域国
可能造成重大损害，国家间应进行协商，适当考虑公平合理利用原则。因此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这
种表述方式表明流域国需要承担对某些重大损害的容忍义务，当无害原则与公平合理利用原则存在
冲突时应优先考虑后者［８］（Ｐ２０）。但这种学理上的解释既没有法律效力，也未获得广泛的认可。事实
上，这一规定的模糊不清是公约制定者有意为之。在公约缔结过程中，参与的国家在哪一原则具有
优先性的问题上出现了尖锐的分歧，第７条的表述是妥协的产物［６］，它使得立场对立的双方都可以
从对己方有利的角度理解和解释该条。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当时接受这种妥协的大多数国家发现优
先性问题仍十分模糊不确定，因此也无法肯定公约是否真的符合本国国家利益［９］。

２００４年的 《柏林规则》同样用两个单独条款规定了这两项原则，且同样在无害原则的规定中
要求缔约国考虑其他流域国公平合理利用该水域的权利，而与 《水道公约》不同的是，《柏林规则》
在第１２条第１款规定：“流域国应在适当顾及不对其他流域国造成重大损害的义务的情况下，在各
自领土上以公平合理的方式管理国际流域的水域。”起草者在评注中解释这一区别是为了解决 《联
合国水道公约》遗留的最具争议的问题，即两大原则之间的关系［１０］（Ｐ３６２）。《柏林规则》将 《赫尔辛
基规则》及 《水道公约》中的公平合理 “利用”改为公平合理 “管理”，并将 “管理”解释为 “包
括水域的开发、使用、保护、分配、规制和控制”，以此强调流域国在进行水域开发的同时需承担
义务，而义务的承担亦需符合公平和合理，同时适当考虑无害原则［１０］（Ｐ３６２）。《柏林规则》通过将每
项原则置于另一项原则之中，表明这两项原则是平等的。但通过强调 “公平合理利用原则”的义务
属性，《柏林规则》实质上是在向无害原则倾斜。即使如起草者所说 《柏林规则》中两大原则是平
等的，不存在优先性的差别，其实际上也与 《水道公约》《赫尔辛基规则》以及盖巴斯科夫大坝案
中国际法院的立场发生了偏离。因此，如一些学者所见，《柏林规则》非但没有澄清这两个原则之
间的关系，反而增加了这一领域已经存在的混乱［６］。
国际条约的约束力及于其缔约国，而原则的模糊和冲突意味着发生纠纷时，国际法院或仲裁机

构采纳的解释以及作出的决定将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流域国对 《水道公约》处理公平合理利用与
不造成重大损害的义务之间关系问题的不同理解无疑是造成 《水道公约》缔约国数目寥寥的一个重
要原因。而另一方面，由于技术的局限性，对河流的无害利用难以达成，一国行使其公平、合理利
用水资源的权利时难免造成对其他国家的损害。即使有 《赫尔辛基规则》等权威性文件的指导，对
其原则关系的不同理解使得在实践中上游国家主张公平、合理利用原则，而下游国家以不造成重大
损害原则相驳，双方各执一词，不仅不利于纠纷的解决，往往还可能加重冲突。

２．规则生成路径层面：习惯法路径下国家间的不平等与不民主。国际水法建立在习惯法之上，
《赫尔辛基规则》等国际文件的形成是基于对习惯法规则的编纂，《水道公约》等公约也明确规定不
影响流域间已有的规则。然而，国际习惯法存在一定程度的正当性缺陷。根据国际习惯法的传统观
点，习惯法规则的产生基于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两大要素。这一特征决定了国际习惯法的形成过程
不够民主，各个国家在实力和影响其他国家行为的能力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因而其规则也具有相当
的不平等性［１１］。而这一问题在国际水法领域尤其显著。由于河流上下游地理环境的差异，上游的
开发往往要远远落后于下游，也就是说，在习惯法生成的过程中，上游的利益需求往往处于边缘位
置，甚至是缺位的。在后发展国家 “不在场”背景下生成的国际习惯法，自然偏向于在先利用国
家。
大多数流域间条约倾向于保护在先利用和下游国家，而少有条约对上游国家更有利［１２］。在条

约形成过程中，在后利用者的议价能力往往弱于在先利用者。一方面，是因为下游国家得以依靠淡
水资源和较佳的地理环境较早地发展起农业和工业，在很多情况下，其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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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实力和影响力都要强于开发较晚的上游国家。另一方面，在先利用往往已经形成较为稳固的、强
势的利益团体，其利益诉求得到支持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围绕着后续利用形成的利益团体。而在先利
用者还可以援引国际法与习惯法来支持其诉求的合法性，继而获得更强的议价能力［１３］。

在一般认知中，因对河流开放利用而损害其他水道国利益的情形只存在于上游对下游的损害，

但实际上，下游国也可以通过其开发利用活动，对相应的水资源声明权利，从而排除上游国之后对
该部分水资源的利用权利，从而损害到上游国的利益［１４］。下游国通过排除权利的方式损害上游国
利益的情形，同样也要受到不造成重大损害原则的约束，如 《赫尔辛基规则》规定不论在流域中的
位置如何，流域国就其可能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开发利用活动都应履行通知义务［１４］。然而，如何
论证下游国在先发生的利用构成对本国潜在利用的 “重大损害”，仍是上游国要面临的难题。而在
国际水法文件提供的判断利用是否公平合理的要素清单中，社会经济需要、人口、水道保护和替代
措施等绝大多数因素都使得在先利用能获得优先考虑，下游国家难以以潜在利用对抗在先利用。在
实践中，关于河流的话语塑造，确实也更多地强调上游开发对下游的影响，而少有谈及下游损害上
游的情形。

《联合国水道公约》等国际文件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制度的形式冻结了在特定时间盛行的上下游
权利关系。因此加入公约的多为下游国，而少有上游国［４］。在下游国实力强于上游国的情形中，该
制度结构将会比较稳固，而如果上游国综合实力较为突出，就会动摇该制度的社会基础，发生权利
义务关系的波动，即某些报道所批评的中国的 “水霸权”。

３．根本原因：零和博弈思维下的对抗性立场。流域国家对国际水法所持的不同立场，在具体
流域中在先利用与后续利用之争，在全球层面上则是新兴国家的发展需求与发展权利对已形成的国
际流域秩序的冲击。究其根本，是由于国家间对抗不相容的发展理念以及非此即彼的零和思维。传
统的国际法建立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地缘政治思维之上，信奉并强调国家之间的对抗性［１５］。在对抗
性思维下，国家或者害怕其他流域国的利用行为造成可用水资源的减少及水环境的恶化，或者单纯
出于地缘政治因素不愿周边国家发展，强调可能存在的修昔底德陷阱，却忽视了合作共赢的可能
性。如果国家把国际法当作寻求控制和主导国际事务的工具，合作就只能充当避免冲突的缓冲带或
争夺话语权的工具，而非流域国家共同追求的目标。
当前国际法面临着 “规则滞后”的困境，即由于国际规则背后的原则理念未能更新，无法反映

世界的现实状况，导致面对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新的治理问题的不断出现，全球治理理念、原则和
方式日显疲敝，规则的供应无法满足现实的需求［１６］。在国际水法中，突出表现为当曾经 “不在场”

的流域国开始入场并寻求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其发展权利对既有的河流利用格局造成冲击，而现
有的国际法无法较好地进行应对，反而延续偏向保护在先利用的习惯法规则，将不平等的利用关系
格局进行制度化 “冻结”。

国际水法的模糊表达以及对既有利用格局的保护显示了现有国际水法理念在调和对抗性国家立

场上的不足。模糊表达和立场的游移，是希望通过对上下游国家的安抚或 “欺骗”以获得尽可能多
的支持；而对在先利用的偏袒，则是因为维护现有力量格局比改革所受阻力更小。但国际水法想要
获得广泛认可，并不能依靠语言游戏或 “和稀泥”式的调和。零和博弈模式无益于流域国家的发展
和流域的保护与开发，国际水法背后的原则理念应该转变及更新，以关切全人类的共同命运。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现存国际水法秩序困境的破解

出于对 “非平等、反公正和强权政治等现行国际关系严重失衡的深刻忧思”以及对构建国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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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新秩序的思考［１７］，基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形成的休戚与共的联结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破茧而出。它要求摒弃此长彼消的零和博弈思维和漠视他国正当利益的功利主义思维，构建以合作
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实现全人类的共同进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解决 “国际法的发展
面临新的关键抉择”［１７］提出了新方案，也为国际水法的转型提出了新思路。

（一）从对抗性思维下的权利路径向合作性思维下的利益路径转变
国际合作无法达成，国际谈判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在很多情况下是由于各方过分坚持以权利为

核心的谈判话语体系［１８］。无论是上游国要求以地域等因素确定权利，还是下游国主张以在先利用
或社会人口需要等因素确认权利，都是正当化其利益需求的工具。这些权利的互斥性提高了达成共
识的难度。这种权利路径引发的对立早先表现为绝对主权理论和绝对领土完整理论的冲突，在有限
主权理论取得共识后，则表现为公平、合理利用原则与不造成重大损害原则的优先性之争。有限主
权理论很好地解决了流域国家间共存的问题，但由于主权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宏观性，并无法自然
而然地形成国际流域的治理方案；而以国际河流水权为核心构建国际水法的设想也是不现实的，因
为水权内涵具有不确定性且流域国家间利益具有冲突性［１９］。在欠缺超国家权力对水资源进行界定、
分配、争端解决的情况下，国际流域与国内流域的治理存在根本差异，国内法常用的以权利为基础
构建相关制度的路径难以在国际水法中发挥作用。
在绝大多数达成合作的国际流域案例中，谈判采取的模式不是基于权利，而是基于需求，因为

相较于权利需求是可以量化的，基于需求的谈判使谈判方有了议价空间，当谈判方的基本需求得到
满足，就更有可能达成合作［１８］。而需求可以被进一步表达为利益，达成国际流域合作的一个卓有
成效的途径是识别和分配该流域与水资源有关的 “一揽子利益”，包括水电、农业、工业、旅游、

生态等各类与水资源相关的利益，将分配水权这一零和的、基于权利的方法，发展为不分配水而是
公平分配由此产生的利益的方法［１８］。在１９６４年的 《哥伦比亚条约》中，加拿大在哥伦比亚河上游
建设大坝、发展水利项目，美国因加拿大建造大坝获得防洪利益，并因此向加拿大支付对价。
虽然国际流域合作的制度化方案通常表现为流域条约，并通过条约规定各方权利和义务，从而

实现对各方的约束以及流域的管理。但此情形下流域国的权利义务是综合考虑地缘政治经济利害关
系，经协商、妥协而形成的流域国认诺的具体方案，而非 “有据可依、有章可循、可预期的某种权
利或利益”，也非国际水法原则中所述之权利［１９］。合作共赢理念下权利的定位应该是尊重各方发展
需求，寻求最佳共赢方案，并根据共同认可的方案，以权利的方式对各方利益和义务进行制度化构
建，而非以权利为名对抗其他国家的发展需求，以无害原则对抗公平合理利用原则，各执一词，阻
碍河流的整体开发与保护。如果将国际水道的争端焦点置于某国是否有开发的权利或不开发的义
务，这一争论将是冗长且难以定论的，而就某一活动的收益和成本进行集中分析，并考虑有无更优
替代方案，将极大提高讨论效率，促进合作的达成。

（二）从个体利益 （冲突）到群体利益与个体利益 （共赢）的转变
以国家利益作为出发点审视国际流域开发管理并不新鲜，毕竟国际法上普遍认为国家作为或不

作为的主要考量就是国家利益。但成功的国际流域合作案例却不常见。流域国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
的立场对国际水法原则作解释并采取行动，却往往陷入 “囚徒困境”博弈，阻碍了国际流域合作的
实现。有学者援引阿克塞尔罗德的互惠理论模型，认为破解 “囚徒困境”的出路是合作进化，呼吁
流域国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转向理性合作，从个体利益最大化转化到整体利益最大化［２０］。整体
利益最大化的取向也为共同利益理论所强调，要求以全流域的生态系统而非单个国家的利益为本
位，实现对国际流域的最佳利用。然而共同利益理论忽视了流域国家利益间的冲突性与各国经济发
展水平、河流利用理念的差异性，且其超越国家主权的构想与现实脱节，因此终究只是 “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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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理论学说，难以成为促进国际流域合作的指导思想［２１］。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家利益仍将是影响国家行为的主要因素。因此脱离对流域所有国家
的国家利益的满足而谈整体利益最大化终究只是空想。实现国际流域的合作，最终要回归流域国家
的个体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的合作共赢，既不是传统的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也非乌托邦式
的强调共同利益而忽视个体国家的正当利益需求，而是在承认利益冲突性的基础上强调各个国家利
益的互通性和合作对参与国家的积极意义，在此指导下开展合作，将有助于识别流域中的 “一揽子
利益”，从而促进流域国家积极协商、公平分配，解决所谓的流域利用的 “囚徒困境”。

四、以人类共同体理念构建国际水法新秩序

共商、共建、共享，即 “三共”原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基本要求，与国际法中国际合
作原则、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等基本原则一脉相承，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基石［２２］。共
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需要以 “三共”原则为指导，“寻求最大公约数、扩大合作面，引导各
方形成共识，加强协调合作”［２３］。国际水法秩序的革新也需要贯彻 “三共”原则，形成合力，使流
域国家 “共商”国际水法规则，参与 “共建”国际合作平台，“共享”流域发展成果。

（一）以共商原则指导国际水法规则制定
共商原则首先要求利益相关的主体应具有进入议题设定、商讨和规则形成等过程的参与权，确

保流域规则形成过程中参与主体的广泛性。一方面，对国际水道的开发与利用应尽可能涵盖受该水
道影响的所有流域国。忽视和损害流域其他国家的利益，将不利于流域各国的睦邻友好和多边合作
关系的开展。如巴西与巴拉圭之间的 《伊泰普协议》于１９７３年签订，但排除了阿根廷的参与，后
经阿根廷要求，才在１９７９年签订 “三方协议”。另一方面，虽然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塑造的国际关系
格局中的主体仍为国家，但共商所要求的民主、平等与公平并不仅局限在国家间，也包括其他主
体。所有人、国家和国际组织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流域的发展也要注重不同群
体的参与。保证公众参与是共商原则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政策的接受和执行、加强各利益相关方
对相关事项的共同理解、预防冲突并降低风险的重要手段。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时代的发展，国际治理失灵与西方主导
“霸权治理”思想下治理体系代表性不足因而导致国际规则不平衡、不民主密切相关［２４］，共商原则
要求国际秩序的构建应建立在国家之间平等、民主与互相尊重的基础之上，倡导国家不分大小、强
弱、贫富一律平等地享有参与决策的权利，保证让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治理事务中享
有代表性和发言权［２５］。在很多国际河流利用格局中，上游国家往往因为地理条件等原因发展较晚，

综合国力弱于同流域的下游国家，在国际水法偏向 “在先利用”和无害原则的情况下，其需求和正
当利益往往被更具话语权的下游国家抑制。要促进国际水法规则的革新，需要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的共商原则，才能保证弱势国家平等地进入民主化决策程序并获得相应利益。

（二）以共建原则构建国际合作平台
共建强调的是以合作为动力，各国在全球治理体制机制的调整改革中加强沟通和协调，照顾彼

此利益关切［２６］。共建原则以满足参与方利益关切的方式带动相关主体参与国际合作，利益路径有
利于将国际法规则中对合作的被动式义务要求，转变为相关国家积极的主动式参与。《赫尔辛基规
则》等软法文件和 《水道公约》等国际公约都强调了流域国家间的合作义务。如 《水道公约》规定
“水道国应在主权平等、领土完整、互利和诚意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以实现对国际水道的最佳利用
和充分保护”。但一方面，其合作义务限于程序性义务，如将计划中的项目通知沿岸国的义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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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分歧时与沿岸国协商并在必要时进行谈判以及定期交流与水有关的信息等；另一方面，其合作
义务限于与水资源的量与质直接相关的活动，而忽视了水资源本身具备的政治性和社会性。由于一
般认知中河流影响的单向性，上下游国家所需承担的合作义务是不对称的，这也是少有上游国家加
入国际水法公约的原因。

破解因义务不对称性而导致的合作意愿缺乏的一条有效途径是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
护、安全等多元利益纳入合作价值图谱，如澜湄合作机制将互联互通、产能合作、跨境经济合作、

水资源合作、农业和减贫等作为优先合作领域，使水资源合作与其他领域的合作相互促进。水资源
不仅只是一种自然存在，而是被嵌套的政治经济所包围的多维资源，水资源综合管理需要一种全面
的方法和前所未有的政治合作水平，包括参与、协商和包容各方的政治机构以便调解用水者之间的
利益冲突［２７］。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综合性的区域统筹发展视角开展合作，以发展作为解决合作困境
的钥匙，实现上下游国家利益的分享与交换，对于矫正流域国家水法义务的不对称性具有重要借鉴
意义。

（三）以共享原则指导流域利益分配
共享强调的是发展成果由全体共享，“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都能享受发展红利”，“结合区域

经济一体化的深入推进，做大开放普惠的市场，做强利益共享的链条”， “讲求效率，注重公平”，

尤其注重对弱势群体的照顾［２８］。分配的公平性是达成国际合作必须要面临的问题。在跨界环境保
护语境下，一国内造成污染或环境破坏的开发行为存在外部性，由其本国内其他主体承担的那部分
外部成本可以通过税费、补贴等国内制度加以解决，但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外部成本被施加于其他国
家之上。因此，上游国缺乏足够的动机修正或停止其开发行为。在国际河流开发中，常见的一种解
决方法是下游收益共享项目，使下游收益国家为上游国家停止污染的行为付费。如果支付的价格介
于原有开发行为可得收益和下游国家环境收益之间，那么理论上这就是个双赢的方案。但下游国家
可能认为这种分配方式有违 “污染者付费原则”，是不公平的。因此，建立国际合作的前提也是难
点之一在于达成关于公平的共识。

大多数国际水资源冲突的核心是公平分配问题，国际水法中公平分配的标准含糊不清、模棱两
可且常常相互矛盾，在水事冲突中公平标准尤其难以确定［１２］。传统水法与水外交关注的是作为基
础生产资料的水的公平分配，因此产生了基于历史使用还是基于河流水文地理划分水量的公平标准
之争［１２］，而共享原则向前一步，在对水资源进行综合调配和利用的基础之上，关注的是对于 “做
大了的馅饼”的公平分配，对合作产生的收益进行分配。各国可在合作过程中谈判确定收益的分配
标准，考虑各主体参与合作的水平及对水道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并在义利观的涵摄下照顾欠发达地
区与弱势群体，这样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避免流于形而上的公平标准之争。

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我国流域水法秩序的建设

我国境内的国际河流 （湖泊）是连接我国与周边国家的重要纽带。为满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和
能源需求，以及完成气候变化项下减碳目标，中国对国际河流的利用逐渐增多，这些项目也受到了
周边一些国家的猜疑和反对［２９］。更为严重的是，跨界淡水资源利用问题成为其他国家与中国发生
外交矛盾的端口，降低我国在周边国家的国际形象和影响［３０］，并散播 “上游霸权国”、“上游超级
大国”、“水霸权国”的言论［３１］（Ｐ２２７－２４４）。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以及 “一带一路”建设中，相关国家，尤其是中亚、东南亚国家对战略
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就跨界淡水资源开发利用来看，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明显是不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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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合作的深度、广度和制度化程度都存在不足。我国与周边国家签订的流域文件数量少、级别
低，且缺乏系统化、规范化的制度要求，这也是导致跨界淡水资源纠纷不断发生的制度原因。
在诸多流域中，颇有代表性的是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近年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

下，澜湄流域国家以政治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为支柱加强合作，在开发和保护水资
源领域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并发布了 《三亚宣言》《关于澜湄合作框架的概念文件》《澜沧江－
湄公河合作五年行动计划》以及多项联合声明。这些软法文件以及防洪预报、通航、交换水文资料
等具体事项的谅解备忘录或协议一道，形成了中国参与的澜湄流域水法规则库。然而，无法否认的
是，在澜湄流域水法秩序中最有影响力的仍是流域条约，即中国并未参加的 《湄公河流域可持续发
展合作协定》。对于澜湄流域等已有条约的区域，其条约形成过程中我国未充分表达自身立场，且
受传统的国际水法理念影响较大，其流域水法秩序的革新需要新的条约予以替换或补充。而更为重
要的是，制定综合性流域条约将深化我国与流域国家已有的合作，并产生以流域条约实践为路径推
动国际水法秩序革新的效果。

（一）制定流域条约的作用
条约并非流域合作的必要因素，缺乏条约支撑的澜湄合作机制仍能推动流域的合作与发展。但

此种形式的合作的持续与否取决于国家的合作意愿，容易受经济、社会、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远远
不如基于条约的合作稳定。国家需要条约对其他国家的约束力提供可预测性和稳定性，也需要以条
约的明确性为其行动提供指引。国家接受条约约束的认诺将满足其他国家关于善意和互惠的期望，
从而稳固合作的根基。而机制本身也需要条约将合作目标、程序等加以固化，解决机制赋权与能力
建设等问题。

条约对合作进程的另一作用是有助于逐步扩展合作的范围和深度。以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法为
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效后，公约机构的工作以及后续谈判推进了该领域的国际合作，虽然
美国等国家的立场颇有反复，但从整体上来说，与公约建立前相比，国际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已有相
当大的推进。虽然国际法不是解决国际问题的万能灵药，其效用经常受到质疑，但无可否认的是，
条约是促进合作的有效法律工具。与澜湄流域国家协商达成条约，有利于推进澜湄水资源合作朝纵
深方向发展。
而在全球层面，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深，国家之间的联系日加紧密，命运的相互依存性增强，

国家法的定位也从确定各自的领域界限以及不干涉义务的共存规则发展到联合行动以对抗风险与不

确定性、谋求共同发展的合作规则。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建立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新秩序提供了
方向与思路，而新秩序的建立仍需通过变革后的国际法体现。通过发展区域性条约而形成国际习
惯、以实践经验推动对相关理论和规则的研究和接纳是国际法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国际环境法和
水法的演变是由制度化的条约推动的，这些条约从理念与制度两方面影响了后续国际协定的制定和
国际法律体系的发展。对于不够合理的国际法规则，正确的做法绝对不是置之不理，而是改变。
《欧经委水公约》从区域性条约转变为全球性公约进而对国际水法产生实质性影响，中国也可以探
索一条以区域性条约促进国际水法秩序革新的道路。

（二）流域条约的制度设计

１．流域条约的形式———框架条约。框架条约与其他条约相比，特征在于其主要目标为规则建
设搭建框架，其规定较为宽泛，而由其后的、更为具体的条约 （议定书）和其他文件 （多为技术性
的附录与附件）加以细化。框架条约与公约因其具有弹性的结构及兼顾主权与效率等特点在国际环
境法领域广为采用。为建设流域命运共同体，需确保相关流域国家的广泛参与，避免出现某些国际
水法条约损害未缔约国家利益的情形。订立框架条约更容易寻找各国利益的 “最大公约数”，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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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广泛的参与。

通过谈判订立框架公约，将已达成共识的理念、制度目标、原则、基本义务、条约机构等内容
加以确定，形成流域制度的总体框架；而后，在框架条约的基础上通过议定书等条约以及外交宣
言、意向书等软法文件深化合作，是一条适合我国周边流域的规则建设之路。一方面，澜沧江－湄
公河等流域水资源争议历史悠久，彼此间不信任情况依然存在，框架条约旨在构建普遍的治理体
系，而规定相对宽松，减轻了国家的条约义务并降低了参与的主权成本，容易为流域各国所接受。

气候变化等领域框架公约 （条约）的实践，证明了框架条约无需合作条件完全成熟即可展开行动的
高效性，与澜湄机制项目为主的推进思路契合，可以互相补充，为澜湄机制的发展提供法律基础。
另一方面，框架条约及其机构为后续谈判提供议题、场所、程序，能保证合作的常态化与持续性，
而框架条约常采纳的国家报告制度、联合研究与技术交流、技术援助等制度工具，也有助于促进流
域国家消除误解、促进共识、加强合作，深化各国对流域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感。

２．流域条约的关键———利益分享。大多数流域问题的根源是发展问题，解决流域问题的关键
是促进全方位、多领域的可持续发展［３２］。流域条约应注重全流域利益的优化以及利益的公平分配。
为此，应尊重全体流域国家利益需求的表达，寻求促进流域命运共同体利益最大化的途径，并关注
与水相关的外部性的分配。如，可结合我国生态补偿的实践经验，利用费用补偿等方式平衡流域利
益与成本的分配差异；引入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等水资源综合管理方法对不易量化的成本和利益 （如
防洪抗旱、调节径流、防止水土流失）进行计算，以包容多元化利益，将环境成本内部化，并为环
境友好型投资和行为创造激励。流域条约应承认利益的多元表达形式，不仅重视河流的经济利益，

也应将安全、环境、社会等多元利益纳入考虑。同时，应保证条约的灵活性，以建立一个 “迭代
的、适应性的和动态的”利益分享机制［３３］，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情况，能使参与各方确认利益
分享的合理性与互利性。

３．流域条约的基础———信息交流。程序性的合作义务通常被认为是促进流域国家切实履行关
键的实质性义务的必要条件［３４］。数据与信息交流是流域一体化管理由浅入深的重要一环［３５］。信息
的获取和交流是流域国家就共同利益以及命运共同体达成共识的前提。我国周边流域水争议的产生
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因于信息交流机制的不畅通。下游国家关于 “中国在上游兴建水利工程会造成水
质的污染与生态破坏”、“中国修筑水坝用以截流蓄水将危害下游用水安全”，或是 “中国将控制水
资源作为对下游的军事威慑”等忧虑，一定程度上也与缺乏科学的、足够的数据与信息相关，而外
部势力趁虚而入，混淆视听，鼓吹 “中国水威胁论”［２９］。完善区域法律，建立信息交流与相关数据
共享制度，是相关流域国家消除误解、建立信任的基础，也是回击此类阴谋论的重要法律武器。目
前，我国已有与相关流域国家共享水文资料等的文件与实践。流域条约应对流域涉水信息的交流与
数据共享进行制度化，为流域一体化开发管理与保护提供重要认知基础。同时，以数据共享和信息
交流为基础，可以促进国家间的标准统一与技术交流，建立流域命运共同体的共享资料数据
库［３６］（Ｐ３３）。

４．流域条约的体制———流域机构。国际组织功能主义理论认为，国际机构的创设可以实现单
个国家无法实现的功能，如收集信息、监督条约实施情况，以及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和提供公共产品
等［３７］（Ｐ１６４）。国际机构通过规定召集、决策等事项与程序，消除了协调过程的冗余，并减少了不确定
性，降低了产生新规则与解决争议的交易成本［３８］（Ｐ４９４－４９５）。有效的跨界水管理需要各国家不同部门、
机构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以及充足的资金和政治承诺，以克服权力分散、赋权不足、任务冲突等障
碍。稳定、有效的条约机构有助于提高国际制度的集中性，从而提高机制运行的政治级别，加强机
构间协调，避免部门利益绑架国家利益，也能扩大条约在国内和国际社会的 “声誉效应”与 “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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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促进国家对条约的遵守［３９］。

流域机构应承担的功能包括协调与咨询 （如收集和交换水文数据、交流新兴问题、分享水资源
和相关设施的现有和计划用途、进行气候变化影响的研究等）、政策制定、执行 （如制定联合监测
方案、建立预警和警报程序等）及协助和平解决争端等。因流域合作基础的不同，侧重的职能也有
所差异。对于缺乏政治互信的流域，重要的是信息收集、知识生产以促进共识。即使对各方都有利
的合作方案，也可能因对方案及其影响的认识不同而发生分歧。认识偏差不仅影响规则与计划的制
定，也影响其实施和执行。而对于能力不对称问题比较突出的流域，则应侧重于技术交流、经济发
展等能力建设，走一条包容性发展的道路。我国周边流域条约应结合流域合作的开展状况，设立分
别的流域机构。对于已有委员会、理事会等流域机构雏形的流域，如图们江地区开发协调委员会、

中哈利用和保护跨界河流联合委员会等，新的流域机构可以以此为基础扩展合作范围、增加机构权
力，结合 “一带一路”建设，促进流域环境保护、资源利用与经济发展。对于澜湄流域，澜湄机制
的合作架构为 “领导人引领，各部门参与”，各国国家秘书处统一设在外交部，并计划逐步设立独
立的国际秘书处［３９］。条约既可 “借用”该国际秘书处作为自己的条约机构，亦可设立单独的流域
机构，独立地开展实践。

六、结　语

国际河流往往关系着相关国家的国民生存、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及与周边国家的国际关系，如
何促进流域合作是国际水法以及所有流域国家仍需面对的重要课题。我国与周边流域国家的合作需
要制度的保障，而这亦是中国从国际水法的一般参与者向主导者转变的重要契机。秉持共商共建共
享的治理观，着力于实现流域国家的合作共赢，建设流域命运共同体，将是中国对国际水法乃至国
际法秩序革新贡献出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１］Ｓａｄｏｆｆ，Ｃ．，Ｄ．Ｇｒｅｙ．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ｖｅｒｓ［Ｊ］．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０２（５）．
［２］Ｔａｒｌｏｃｋ，Ｄ．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ｍｏｒｅ　ｒｏｂｕｓ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ｌａｗ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ｄｒｏｕ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Ｊ］．Ｇｅｏｒｇｅｔｏｗ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６，２８．
［３］Ｂｕｌｌ，Ｈ．Ｔｈｅ　Ａｎ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７．

［４］余世维，冯彦，王文玲．《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被认可的区域差异性［Ｊ］．地理学报，２０１７（２）．
［５］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Ｊ．Ｆ．ｄｅｒ　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Ｌａｗ：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Ｍ］．Ｈｅｉ－
ｄｅｌｂｅｒｇ：Ｊｅｄｅｒｍａｎｎ－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１５．

［６］Ｓａｌｍａｎ，Ｓ．Ｔｈｅ　Ｈｅｌｓｉｎｋｉ　Ｒｕｌｅｓ，ｔｈｅ　ＵＮ　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ｅｒｌｉｎ　Ｒｕｌｅｓ：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ｌａｗ［Ｊ］．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０７（４）．

［７］邓华．国际法院认定环评规则为习惯法的路径、方法和局限［Ｊ］．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７）．
［８］ＭｃＣａｆｆｒｅｙ，Ｓ．Ｔｈｅ　Ｕ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ｎ－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ｓ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ｐｉｔｆａｌｌｓ［Ａ］．Ｓａｌｍａｎ　Ｓ．，Ｂｏｉｓｓｏｎ　ｄｅ　Ｃｈａｚｏｕｍｅ　ｅｄ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Ｍ］．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１９９８．

［９］Ｓａｌｍａｎ，Ｓ．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ｔｅｎ　ｙｅａｒｓ　ｌａｔｅｒ：Ｗｈｙ　ｈａｓ　ｉｔｓ　ｅｎｔｒｙ　ｉｎｔｏ　ｆｏｒｃｅ　ｐｒｏｖｅｎ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Ｊ］．Ｗａ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０７（１）．

—２６—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１０］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Ｓｅｖ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ＨｅｌｄｉｎＢｅｒｌｉｎ［Ｒ］．Ｂｅｒｌ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４．

［１１］Ｖｏｙｉａｋｉｓ，Ｅ．Ａ　ｄｉｓ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ｖ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ｍａｋｉｎｇ［Ｊ］．Ｌｅｉｄｅ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２０１６（２）．

［１２］Ｗｏｌｆ，Ａ．Ｔ．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ｏｒ　ｅｑｕｉｔａｂｌ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Ｊ］．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ｕｍ，１９９９（１）．
［１３］Ｚｅｉｔｏｕｎ，Ｍ．，Ｊ．Ｗａｒｎｅｒ．Ｈｙｄｒｏ－ｈｅｇｅｍｏｎｙ：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Ｊ］．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０６（５）．
［１４］Ｓａｌｍａｎ，Ｓ．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ｒｉｐａｒｉａｎｓ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ｈａｒｍ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ｒｉｐａｒｉａｎｓ：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ｃｌｏｓｕｒｅ　ｏｆ　ｆｕｔｕｒｅ　ｕｓｅｓ
［Ｊ］．Ｗａ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１０（４）．

［１５］黄凤志，孙雪松．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传统地缘政治思维的超越［Ｊ］．社会主义研究，２０１９（１）．
［１６］秦亚青．全球治理失灵与秩序理念的重建［Ｊ］．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３（４）．
［１７］王泽应．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意义［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４）．
［１８］Ｗｏｌｆ，Ａ．Ｔ．Ｓｈａｒｅｄ　ｗａｔｅｒｓ：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Ｊ］．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００７，３２．
［１９］张梓太，陶蕾．“国际河流水权”之于国际水法理论的构建［Ｊ］．江西社会科学，２０１１（８）．
［２０］钟勇，刘慧，田富强，等．跨界河流合作中的囚徒困境与合作进化的实现途径［Ｊ］．水利学报，２０１６（５）．
［２１］胡德胜．国际水法上的利益共同体理论：理想与现实之间［Ｊ］．政法论丛，２０１８（５）．
［２２］龚柏华．“三共”原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基石［Ｊ］．东方法学，２０１８（１）．
［２３］习近平．加强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６－０９－２９
（１）．

［２４］秦亚青，魏玲．新型全球治理观与“一带一路”合作实践［Ｊ］．外交评论，２０１８（２）．
［２５］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 在世界经济论坛２０１７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Ｎ］．人民日报，

２０１７－０１－１８（３）．
［２６］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 全球增长新蓝图［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６－０９－０４（３）．
［２７］Ａｌｌａｎ，Ｊ．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ｉｎ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Ｊ］．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５（２）．

［２８］习近平．抓住世界经济转型机遇，谋求亚太更大发展［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７－１１－１１（２）．
［２９］周晓明，黄雅屏，赵发顺．我国国际河流水资源争端及解决机制［Ｊ］．边界与海洋研究，２０１７（６）．
［３０］李志斐．国际水资源开发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构建［Ｊ］．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２（２）．
［３１］Ｎｉｃｋｕｍ，Ｊ．Ｔｈｅ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ｓｕｐｅｒｐｏｗｅｒ：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ｖｅｒｓ［Ａ］．Ｖａｒｉｓ　Ｏ．，Ｔｏｒｔａｊａｄａ　Ｃ．，Ｂｉｓｗａｓ　Ａ．

ｅｄ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ａｋｅｓ［Ｍ］．Ｂｅｒｌｉｎ　ａｎｄ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８．
［３２］卢光盛，王子奇．百年变局下的澜湄合作进程与中国角色［Ｊ］．当代世界，２０１９（１１）．
［３３］Ｓａｄｏｆｆ，Ｃ．，Ｄ．Ｇｒｅｙ．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ｖｅｒｓ：Ａ　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　ｆｏｒ　ｓｅｃ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Ｊ］．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０５（４）．
［３４］Ｌｅｂ，Ｃ．Ｏｎｅ　ｓｔｅｐ　ａｔ　ａ　ｔｉｍ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ｕｔｙ　ｔｏ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Ｊ］．Ｗａ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１５，４０．
［３５］何艳梅．国际河流水资源公平和合理利用的模式与新发展：实证分析、比较与借鉴［Ｊ］．资源科学，２０１２（２）．
［３６］韩淑颖，马军霞，王鑫，等．“一带一路”欧洲区水资源管理发展历程及启示［Ｊ］．水资源保护，２０１８（４）．
［３７］Ｂａｒｎｅｔｔ，Ｍ．，Ｍ．Ｆｉｎｎｅｍｏｒｅ．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Ｂａｒｎｅｔｔ　Ｍ．，Ｄｕｖａｌｌ　Ｒ．ｅｄｓ．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
［３８］Ｓｎｉｄａｌ，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Ｂｈａｎｄａｒｉ　Ｊ．，Ｓｙｋｅｓ　Ａ．

—３６—

吴　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国际水法新秩序的构建



ｅｄ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
［３９］朱杰进，诺馥思．国际制度设计视角下的澜湄合作［Ｊ］．外交评论，２０２０（３）．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Ｌａｗ　Ｇｕｉ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ｋｉｎｄ

ＷＵ　Ｑｉ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ｌａｗ　ｓｔｅｍ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ｒ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ｉｐａｒｉ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ｙｅｔ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ｂｙ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ｈａｓ　ｆａｉｌｅｄ　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ｎｇ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ｂａｓｉ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　ｏｆ　ｒｅｌｙｉｎｇ　ｏｎ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ｌａｗ　ｈａｓ　ｉｎ　ｆａｃｔ　ｒｅｓｕｌ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ｂｉａｓ　ｔｏ－
ｗａｒｄ　ｅａｒ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ｒｓ，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ｋｉｎｄ，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ｗｉｎ－ｗｉ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ｌａｗ．Ｇｕｉ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Ｊｏｉｎ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ｅ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ｌａｗ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ｅｎａｂｌｅ　ｔｈｅ　ｒｉｐａｒｉ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ｊｏｉｎ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ｓｅｔ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ｕｌｅ－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ｌａｗ，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ａｎｄ
ｓｈａｒｅ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ｎ　ｅｑｕａｌｌｙ．Ｉｔ’ｓ　ａｌｓｏ　ａｎ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ｄｅｅｐｅ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ｌａｗ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ｋｉ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ｌａｗ；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ｊｏｉｎ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ｅ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ｖｅｒ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　周振新）

—４６—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